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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是中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 工业园区是中国工

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 为促进工业园区的低碳转型，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联合组织开展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

工作。 作者选取参与试点工作的 １８ 家工业园区为样本， 采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分析了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科研投入等因素对工业园区碳排放的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 园区生产总值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且二者呈现倒 Ｕ 型

关系， 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 能源强度与园区碳排放显著正相

关； 产业结构和科研投入对园区碳排放影响也十分显著， 且均表现为负相关

关系；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对减少园区碳排放的效果还不明显。 研究结果表明

应采用差异化的低碳发展路径来实现工业园区的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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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重大战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 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近年来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并承诺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工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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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 １５􀆰 ４％ ， 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４５％ 。① 同时， 工业

也是中国能源消耗的大户， 其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始终在 ６０％ 以上。
工业已成为中国碳减排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面临着日益增加的二氧化碳减排的压

力与挑战。
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工业园区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和主要力量。 中国目前

拥有 ２２２ 家国家级工业园区和 １３６４ 家省级工业园区， 核准面积约 ９８􀆰 ５ 万公顷， 占国

土面积的 ０􀆰 １％左右。② 工业园区的建设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 然而， 以工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集聚经济同样会产生

“拥挤效应”， 既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也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 导致环境污染

问题日益凸显。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 聚集发展仍将是中国工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形

态， 工业园区也仍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形式。 因此， 工业园区减少碳排放、 实现

绿色转型的需求日益迫切。
为推进工业园区低碳转型， ２０１３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

合启动了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工作， 以此来探索中国工业园区低碳发展的新模式，
在实现工业碳减排目标的同时引领和带动工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国家低碳工业园区

试点是以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或园区碳排放总量为核心， 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

目标， 以低碳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为支撑， 以增强园区和企业碳管理能力为手段的一

种可持续的园区发展模式。
第一批共有 ５５ 家园区入选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名单， 这 ５５ 家园区不仅具有区

域代表性， 也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 东中西部均有分布。 东部和

中部地区的试点园区呈现出分布密度高的特点， 其试点园区数量占全国的 ７３％ 。 其

中， 江苏和浙江两省共有 １０ 家试点园区。 而西部地区仅有 １５ 家试点园区， 占全国总

数的 ２７％ 。 从生产规模上看， 通过 《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实施方案》 的 ５１ 家园区

２０１２ 年的生产总值共达 ２􀆰 ２５ 万亿元， 约占当年全国 ＧＤＰ 的 ４􀆰 １６％ ， 为促进所在区

域的经济发展以及推进工业化进程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试点创建三年多以来， 参

与试点工作的园区不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 大部分园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的总量和强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禹湘， ２０１７）。 本文结合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

工作的进展， 选取参与试点工作的 １８ 家园区为样本， 对影响工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

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研究结论对降低园区碳排放水平、 推广试点园区低碳发展

的举措、 促进中国工业低碳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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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１９ 世纪末，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２０） 首次对产业集聚的概念进行全面论述。 随后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８） 提出了钻石模型， 深入阐述了产业集聚对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这些理论成为

工业园区理论研究的基石。 目前， 工业园区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 园区化在促进企

业的集中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有些园区甚至发展成地方经济的增长极和城市发展新

区 （李靖、 魏后凯， ２００７）。 工业园区的发展在中国倍受学者们的关注， 但有关工业

园区低碳发展的系统研究仍较为有限。
部分学者针对低碳园区的内涵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如李珀松等 （２０１４） 认为

中国发展低碳产业园区具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国情， 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只

能进行碳排放强度减排， 其核心应在产业发展方面。 胡振宇 （２０１１） 认为低碳产业

园区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生产发展、 人员活动、 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

环的产业园或地块。 张洪波等 （２０１０） 认为低碳产业园区是指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为基础， 寻求工业园区内低能耗、 低污染、 高产量， 遵循低碳节能、 产业循环互补和

低碳经济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园区。 已有研究虽然缺乏对低碳工业园区

的统一定义， 但是均认为低碳工业园区应该以碳减排为核心， 产业低碳化是其实现低

碳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 不少学者认为园区发展工业共生能有效降低碳排放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工业园区的发展实践也验证了这一判断， 如

２０１２ 年天津泰达工业园区通过工业共生共减排 ４􀆰 ２ 万吨二氧化碳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Ｓｔａｒｆｅｌｔ 和 Ｙａｎ （２００８） 认为通过建立热电联供系统， 能够有效提高园区能源

利用水平并减少碳排放。 陈吕军等 （２００９） 通过对精细化工园区碳物质流的研究，
量化分析了园区碳利用效率。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２） 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地调研， 运用

三种碳排放预测方法， 证实了相关减排政策的有效性。 Ｌｕ 等 （２０１５） 通过生态网络

分析对园区的碳循环进行了研究， 认为园区与外部环境的协作有利于减排。 陈彬和杨

维思 （２０１７） 从排放活动和部门关联出发， 研究了清单分析法、 投入产出分析法和

生态网络分析法三种典型碳排放核算方法在园区层面进行碳核算的适用性， 并进一步

将三种核算方法划分为流量分析模式和结构分析模式。 吕斌等 （２０１５） 认为园区低

碳发展涉及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 生产过程、 能源结构、 居民生活和配套设施、 园区

管理等各个方面， 渗透于整个产业园区的各个领域， 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园

区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其低碳发展的路径。 园区低碳指标体系的构建也是研究焦点之

一。 可持续发展协会 （２０１２） 从能源利用与温室气体管理、 循环经济与环境保护、
园区管理与保障机制和规划布局与土地利用四个范畴， 建立了 ２３ 项可量化的指标对

园区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 伍肆等 （２０１３） 通过建立指标集、 基于层次分析

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 通过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 构建了低碳工业园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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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总而言之， 中国工业园区低碳发展的研究已具备一定的基础， 但仍处于起步阶

段。 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 着重于园区低碳发展的某一方面， 或某一

家工业园区， 缺乏定量分析。 因此， 本文拟以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的相关数据为基

础， 对工业园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三、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更好地分析工业园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探究园区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等因素对其碳排放总量和单位生产总值碳排放的影响， 本文采用拓展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ｂ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模型对影响园区碳排放的各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一） 模型方法

Ｅｈｒｌｉｃｈ 和 Ｈｏｌｄｒｅｎ （１９７１） 首次使用 ＩＰＡＴ 模型来分析人口规模 （Ｐ）、 富裕程

度 （Ａ）、 技术水平 （Ｔ） 对环境压力 （ Ｉ） 的影响。 但 ＩＰＡＴ 模型在实际运用中不允

许各影响因素存在非单调、 不同比例的变化， 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为此， Ｙｏｒｋ
等 （２００３） 采用随机模型的方式将 ＩＰＡＴ 模型扩展为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具体表达方式

如下：

Ｉｉ ＝ ａＰｂ
ｉ Ａｃ

ｉ Ｔｄ
ｉ ｅｉ （１）

其中， ｂ， ｃ 和 ｄ 分别为 Ｐ， Ａ， Ｔ 的系数， ａ 为常数项， ｅｉ 为误差项。
（１） 式两边同时取对数， 得到：

ｌｎＩｉｔ ＝ ｌｎａ ＋ ｂｌｎＰｉｔ ＋ ｃｌｎＡｉｔ ＋ ｄｌｎＴｉｔ ＋ ｌｎｅｉ （２）

（２） 式表述了人口规模、 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线性关系。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既能将各系数作为参数进行估计， 也能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 为

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Ｓｈａｆｉｋ 和 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１９９２） 采

用库兹涅茨假说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也就是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ＥＫＣ）。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 以规模

效应、 结构效应和重组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倒 Ｕ 型关

系， 即随着收入的增长， 环境质量会出现先迅速恶化再逐渐改善的过程。 为捕捉

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引入财富水平的二次项， 将

（２） 式扩展为：

ｌｎＩｉｔ ＝ ｌｎａ ＋ ｂｌｎＰｉｔ ＋ ｃ１ ｌｎＡｉｔ ＋ ｃ２（ｌｎＡｉｔ） ２ ＋ ｄｌｎＴｉｔ ＋ ｌｎｅｉｔ （３）

已有研究表明， 技术水平、 能源强度、 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是影响工业二氧化

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林伯强等， ２０１０； 何小钢、 张耀辉， ２０１２； 赵忠秀等，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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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低碳技术水平、 降低能源强度、 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也正是国家低

碳工业园区试点工作的关键领域和重要着力点。 为此， 在模型中引入代表技术水平的

变量 Ｒ＆Ｄ、 代表能源结构的变量 ＥＳ， 代表能源强度的变量 ＥＩ 和代表产业结构的变量

ＩＳ， 将 （３） 式进一步拓展为：

ｌｎＩｉｔ ＝ ｌｎａ ＋ ｂｌｎＰｉｔ ＋ ｃ１ ｌｎＡｉｔ ＋ ｃ２（ｌｎＡｉｔ） ２ ＋ ｄｌｎＲ＆Ｄｉｔ ＋ γＥＳｉｔ ＋ βＥＩｉｔ ＋ ηＩＳｉｔ ＋ ｌｎｅｉｔ （４）

主导产业的差异是导致园区碳排放不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为此， 本文根据六大

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耗占园区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将试点工业园区划分为高耗能园区、 综

合园区和低耗能园区。① 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 本文选取高耗能园区、 综合园区和低

耗能园区各 ６ 家， 共 １８ 家试点园区为样本，② 以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为研究时段。 分别采

用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 ＣＯ２ ） 和园区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Ｏ２ ／ ＧＤＰ）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 考察各种因素对园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

响。 选取园区的就业人口规模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作为表征人口规模的指标， 原因在于

部分园区采用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 园区的就业人口比总人口更能客观反映各园

区的人口规模； 选取园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作为表征财富水平的指标； 以研发投入

表征技术水平 （Ｒ＆Ｄ）， 用来考察技术水平变动对于园区碳排放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园区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来表征能源结构 （ＥＳ）， 用来考察能

源结构改变对于园区碳排放的影响； 以能源消耗总量与园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征

能源强度 （ＥＩ）， 考察其对园区碳排放的影响； 以第三产业产值占园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 （ ＩＳ）， 考察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于园区碳排放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终构建了以下两个模型：

ｌｎＣＯ２ ｉｔ ＝ ｌｎａ ＋ ｂ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ｔ ＋ ｃ１ ｌｎＧＤＰｉｔ ＋ ｃ２（ｌｎＧＤＰｉｔ） ２

＋ ｄｌｎＲ＆Ｄｉｔ ＋ γＥＳｉｔ ＋ βＥＩｉｔ ＋ ηＩＳｉｔ ＋ ｌｎｅｉｔ （５）

ｌｎ（ＣＯ２ ／ ＧＤＰ） ｉｔ ＝ ｌｎａ ＋ ｂ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ｔ ＋ ｃ１ ｌｎＧＤＰｉｔ ＋ ｃ２（ｌｎＧＤＰｉｔ） ２ ＋
ｄｌｎＲ＆Ｄｉｔ ＋ γＥＳｉｔ ＋ βＥＩｉｔ ＋ ηＩＳｉｔ ＋ ｌｎｅｉｔ （６）

（二） 数据来源

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试点园区提交给相关部委的数据。 其中， 因原始数据缺

失， 除 ２０１２ 年的就业人口数据为实际就业人口数外，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的就业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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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能园区、 综合园区和低耗能园区分别按照园区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耗占园区总能源消耗的比重

高于或等于 ６５％ 、 低于 ６５％且高于或等于 １０％ ， 以及小于 １０％的标准划分。
样本园区包括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科技园、 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经济开发区、 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红山经济开发区、 辽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吉林吉林化学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吉林长春经济技

术开发区、 江苏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 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 浙江嘉兴秀洲工业园区、
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安徽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西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河南洛阳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重庆璧山工业园区、 四川达州经济开发区、 贵州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按照各园区所在省份的就业率计算所得， 就业率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相

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样本数据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大值 最小值

ＣＯ２（万 ｔ） ６３１􀆰 ２８ ７５３􀆰 ３８ ３ ３８０􀆰 ０８ １０􀆰 １３

ＣＯ２ ／ ＧＤＰ（ｔ ／ 万元） １􀆰 ９８ ２􀆰 ４２ ９􀆰 ８５ ０􀆰 ０５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万人） １２􀆰 ９３ １８􀆰 ９８ １１０􀆰 ４５ １􀆰 ７０

ＧＤＰ（亿元） ４９１􀆰 ９９ ５０２􀆰 １６ ２ １５０􀆰 ６２ ４８􀆰 ９０

Ｒ＆Ｄ（亿元） ２１􀆰 ３５ ２８􀆰 １３ １２０ ０􀆰 ４０

Ｅ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１０ ０􀆰 ００

ＥＩ（ｔｃｅ ／ 万元） ０􀆰 ７４ ０􀆰 ９３ ３􀆰 ９９ ０􀆰 ０７

ＩＳ ０􀆰 ２６ ０􀆰 １６ ０􀆰 ５５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四、 实证结果

从原始数据来看， 不同园区的规模差距较大， 对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可能产生

影响， Ｗｈｉｔｅ 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存在异方差。 为考察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

文分别计算了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多数小

于 ０􀆰 ４， 只有研发投入与园区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４。 进一步考察方差

膨胀因子， 发现全部小于 ３， 均值为 １􀆰 ９３， 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因此本文

使用 加 权 最 小 二 乘 法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ＷＬＳ ）， 将 园 区 就 业 人 口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作为重要性权数， 控制由于规模差距所导致的回归结果不稳定性。
同时， 本文还控制园区个体差异以及时间因素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模型

的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因变量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模型一 １ － １ １ － ２ １ － ３ １ － ４

变量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０􀆰 ９６８∗∗∗

（０􀆰 １４３）
１􀆰 ０９７∗∗∗

（０􀆰 １６４）
２􀆰 ０５７∗∗∗

（０􀆰 １７１）
２􀆰 ０２４∗∗∗

（０􀆰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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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一 １ － １ １ － ２ １ － ３ １ － ４

变量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２ －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１１１）
－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１２３）
－ ０􀆰 ０９６５∗∗∗

（０􀆰 ０１２６）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２５）

ｌｎＲ＆Ｄｉｔ
－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１４２）
－ ０􀆰 ０７６１∗∗∗

（０􀆰 ０１４２）
－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３５）
－ ０􀆰 ０８６１∗∗∗

（０􀆰 ０１３８）

ＥＩｉｔ
０􀆰 ０８５４

（０􀆰 ０５２１）
０􀆰 １７９∗∗∗

（０􀆰 ０４９３）
０􀆰 ２１９∗∗∗

（０􀆰 ０４９１）

ＥＳｉｔ
６􀆰 ３３６∗∗∗

（０􀆰 ４９９）
７􀆰 ３３６∗∗∗

（０􀆰 ５２１）

ＩＳｉｔ
－ ０􀆰 ８７８∗∗∗

（０􀆰 １５１）

常数项
０􀆰 ３５８

（０􀆰 ４７０）
－ ０􀆰 １２０
（０􀆰 ５５２）

－ ３􀆰 ６０８∗∗∗

（０􀆰 ５８５）
－ ２􀆰 ７９９∗∗∗

（０􀆰 ５９４）

重要性权数 就业人口规模 就业人口规模 就业人口规模 就业人口规模

园区个体差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 １６４ １ １６４ １ １６４ １ １６４

Ｒ２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６

　 　 注： （１） 括号内数据为 ｔ 值； （２）∗∗∗、∗∗、∗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表 ２ 的回归结果表明， 园区的生产总值、 能源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 而园区生产总值的平方项、 园区产业结构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 具体来说， 园区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在控制了园区人口规模、 地域差异和时间趋势等变量后， 其弹性系数值从 ０􀆰 ９６８ 逐

渐上升到 ２􀆰 ０２４， 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 且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 模型 １ － ４ 的

回归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园区生产总值增加 １％ 将导致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增加 ２􀆰 ０２４％ ， 园区生产总值对于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具有稳定而

正向的影响。 园区生产总值平方项的系数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负， 表明园区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园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 研发投入与园区碳排放总

量之间显著负相关， 说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园区的研发投入可以

降低园区的碳排放， 虽然这一弹性系数值较小， 但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保持稳定。 能

源强度与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之间显著正相关， 表明能源强度与园区二氧化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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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间的同向变化关系。 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为负， 且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

产业结构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园区二氧化碳排放。 模型 １ － ４ 的回归结果表明， 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第三产业占比每上升 １％ ， 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下降

０􀆰 ８７８％ 。
参考何小钢和张耀辉 （２０１２） 的做法， 本文在模型二中考察了园区单位生产总

值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园区生产总值、 能源强度等变量的关系，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可以

看到各变量弹性系数的符号与表 ２ 相同， 显著性略有变化。 能源强度的提高会导致碳

排放强度的升高， 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则可降低碳排放强度。 总体而言， 在现阶段， 对

园区碳排放影响最大的因素仍然是园区的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

表 ３　 ＣＯ２ 排放强度作为因变量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模型二 ２ － １ ２ － ２ ２ － ３ ２ － ４

变量 ｌｎ（ＣＯ２ ／ ＧＤＰ） ｉｔ ｌｎ（ＣＯ２ ／ ＧＤＰ） ｉｔ ｌｎ（ＣＯ２ ／ ＧＤＰ） ｉｔ ｌｎ（ＣＯ２ ／ ＧＤＰ） ｉｔ

ｌｎＧＤＰｉｔ
－ ０􀆰 ０３１２
（０􀆰 １４６）

０􀆰 ０９８８
（０􀆰 １６７）

１􀆰 ０８３∗∗∗

（０􀆰 １７４）
１􀆰 ０４８∗∗∗

（０􀆰 １７２）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２ －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１１３）
－ ０􀆰 ０３３７∗∗∗

（０􀆰 ０１２６）
－ ０􀆰 １００∗∗∗

（０􀆰 ０１２９）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１２７）

ｌｎＲ＆Ｄｉｔ
－ ０􀆰 ０６９８∗∗∗

（０􀆰 ０１４５）
－ ０􀆰 ０６９７∗∗∗

（０􀆰 ０１４５）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０７９８∗∗∗

（０􀆰 ０１４１）

ＥＩｉｔ
０􀆰 ０８５９

（０􀆰 ０５３２）
０􀆰 １８２∗∗∗

（０􀆰 ０５０３）
０􀆰 ２２４∗∗∗

（０􀆰 ０５０１）

ＥＳｉｔ
６􀆰 ４９６∗∗∗

（０􀆰 ５０９）
７􀆰 ５３２∗∗∗

（０􀆰 ５３１）

ＩＳｉｔ
－ ０􀆰 ９０９∗∗∗

（０􀆰 １５４）

常数项
０􀆰 ４３０

（０􀆰 ４７９）
－ ０􀆰 ０５０１
（０􀆰 ５６４）

－ ３􀆰 ６２７∗∗∗

（０􀆰 ５９７）
－ ２􀆰 ７８９∗∗∗

（０􀆰 ６０５）

重要性权数 就业人口规模 就业人口规模 就业人口规模 就业人口规模

园区个体差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 １６４ １ １６４ １ １６４ １ １６４

Ｒ２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５

　 　 注： （１） 括号内数据为 ｔ 值； （２）∗∗∗、∗∗、∗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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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的回归结果中， 园区生产总值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二次项的系数则均显著为

负， 表明园区生产总值与单位生产总值碳排放之间也存在倒 Ｕ 型关系。 表 ２ 和表 ３ 的

回归结果表明， 无论是以碳排放总量还是碳排放强度作为因变量， 园区生产总值的二

次项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显著负相关， 并且在引入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变量后， 两者

之间的倒 Ｕ 型关系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的存在。
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园区发展的初期， 随着生产总值的增加， 园区碳排放也在同步增

加， 其增速甚至高于园区生产总值的增速； 而随着园区生产总值的进一步增长， 其碳

排放增速逐渐放缓， 进入生产总值增加而碳排放逐渐下降的阶段。 这一过程可以用规

模效应、 技术效应和重组效应的交替作用进行解释。 随着园区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能源投入的需求不断增加， 能源投入产生的碳排放也迅速增加， 规模效应对环境质

量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也会产生重组效应， 即当园区生产规模进

一步提高时， 经济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 碳排放较多的第二产业比重会逐渐下降， 碳

排放较少、 附加值高的第三产业比重会逐渐上升， 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碳排放

在逐渐降低。 技术效应则体现为园区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技术进步， 导致清洁能

源技术替代传统的高耗能技术， 可再生能源逐渐取代化石能源等。 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认为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在发展的初期占据主导地位， 而技术效应以及重组效应则在

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逐渐显现。 这意味着伴随着经济的增长， 园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低碳技术不断发展， 碳排放不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

“脱钩”。
表 ２ 和表 ３ 中能源结构的系数均为正， 且非常显著， 这表明可再生能源比重

的上升将导致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上升， 而不是预期的下降。 产生这

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所选取的工业园区的可再生能源使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１８
家园区可再生能源占比的均值不足 ２％ ，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尚未形成规模， 其减排

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该研究结果与邱庆全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结果类似， 即可再

生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未达到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碳排放产生抑

制作用的最低阈值。 表 ３ 中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 但其系数的绝对值

几乎都小于 １ 或近似于 １， 表明研发投入相对于碳排放缺乏弹性， 技术进步的碳减

排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的相关数据， 利用拓展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评估了

园区就业人口规模、 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以及研发投入等因素对工业园区

碳排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不管是对于碳排放总量还是碳排放强度， 园区生产总值和

能源强度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 而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则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 实证

结果也在工业园区层面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 上述结论对于中国的低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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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试点工作和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表明未来应进一步探索工业园区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的

同时有效地控制碳排放， 确保工业园区通过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加速碳排放拐点的

到来， 尽快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脱钩”， 这也正是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的意义

所在。
园区还应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这也是园区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效提高的

重要路径。 相比单个产业或者行业的技术进步， 园区应进一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所带

来的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
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区域的工业园区因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别较

大， 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行业异质性， 不同因素对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园

区的影响差别较大， 未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量化这些差别。 总体上， 不同地区、
不同主导产业的园区要实现低碳发展， 应该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 因地制宜地充

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 采用差异化、 精准化的低碳发展途径。 对于已经具备良

好发展基础的园区， 通过产城融合并形成以高附加值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

其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对于传统 “高投入、 高消耗、 高污染” 产业集中

的高耗能园区， 则应立足经济、 环境与资源的现实， 通过提升产业层次， 优化能

源结构， 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来降低园区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 从而实现园区的绿

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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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　 湘等： 工业园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